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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改革前的香港監獄鞭刑

   王文晶 *  張坤 ** 

摘  要   通過對英國議會文書中相關資料的詳細解讀，本文揭示了軒尼詩改革前對香

港華人司法不公的細節問題。軒尼詩在1877年擔任香港總督之初，即發現香

港監獄中存在著對華人濫施鞭刑的問題。透過對香港監獄濫用鞭刑的實際了

解，軒尼詩質疑了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對香港鞭刑的殘酷性現實予以揭

示，最終提出了改革鞭刑的建議，從而開啟了一系列刑罰改革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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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坤，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
方向為中英關係史及澳門史。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鴉片戰爭後港澳對外
貿易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16ZDA130）階段性成果之一。

鞭刑作為古老的刑罰，在世界各地一度廣泛存

在。在英國佔領香港最初幾十年中，鞭刑在監獄中

的使用十分普遍，尤其針對華人犯。然而從1877年

軒尼詩（Hennessy）擔任第八任港督起，香港的

鞭刑引起了他特別的關注，從而開啟了以減緩鞭刑

為抓手的一系列改善香港華人處境的改革措施。這

時期香港的鞭刑究竟呈現何等狀況，其原因何在，

軒尼詩如何推動香港鞭刑改革，關於這些問題，目

前已有的研究尚未給出明確答案。以下根據《英國

議會文書》（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和

《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相關資

料對上述問題進行闡述，以期豐富早期香港司法

史的認識。

一、1877年以前鞭刑在香港的濫用

對罪犯施以鞭刑，究竟是英國古老刑罰的延

續還是中國歷史上笞刑的變體，在這裡並不十分

重要。十九世紀，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幾乎

都有鞭刑，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英國在殖民地實

行對白人和當地人刑罰的雙重標準。就英國本土

而言，鞭刑於1718年被流放取代，後因人民怨恨

絞刑和流放而一度於十八世紀60-70年代死灰復

燃。1這就意味著，在英國本土，鞭刑是作為一種

酷刑而存在的，它不應被廣泛使用。但在香港殖民

地，鞭刑卻一度廣泛地存在著。以下為香港和英國

本土鞭刑情況的比較。

表一為1867-1876十年間香港每年受鞭刑的人

數及鞭刑次數，數據來源於1867年1月1日至1876

年12月31日的監獄記錄。2 由此可知，這10年間的

鞭刑總數為1,945下，受刑人數達1,555人。在這十

年當中，少則每隔兩天就有中國犯人被鞭打，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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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天都有人受鞭刑。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受

刑人數和鞭刑次數出現偏差，是因為有的犯人一年

內會受兩次甚至三次鞭刑。有時兩次鞭刑之間的間

隔太短，犯人身上的鞭傷還未痊癒就要受第二次鞭

打。表二為英國和香港鞭刑情況對比圖。3 這組資

料來看，只就英格蘭一島而言，人口為2,400萬，

香港人口為14萬，香港不及英格蘭人口的千分之

六，而鞭刑次數高達1,149次，佔英格蘭的23%，

香港監獄過量使用鞭刑的現象可見一斑。在此時期

的香港監獄中，大大小小的案件幾乎都使用鞭刑。

被判處鞭刑的犯人最常見的罪行是盜竊罪（larce-

ny），通常判以10鞭（有時為5鞭）；吸煙、打

架、污言穢語、頂撞獄卒、上工拖延、毀壞樹木、

偷食物等罰以5到12鞭不等。4

由上述可見，香港監獄中的鞭刑是非常普遍

的，甚至到了濫用的程度。對華人犯尤其如此，

其所受的懲罰有鞭刑、苦役和監禁。鞭刑尤為常

見，“幾乎所有華人犯都要受到鞭打，數目從20

到100鞭不等。很少人會受100鞭，大多數為40到

50鞭。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一的資料並不僅僅

是針對華人鞭刑的統計，也包括白人在內。香港殖

民地醫生艾爾斯（Ayres）在1877年7月6日的報

告也明確指出“有兩個歐洲人（一個士兵，一個

水手）在受刑後並未出現以上情況（肺病）”。6 

由於香港監獄中白人數量很少，對其濫施鞭刑的問

題並不明顯，相反華人遭受過度鞭刑的情況引起了

軒尼詩的關注。

二、對香港鞭刑的合法性質疑

軒尼詩對香港鞭刑的濫用進行指責，其鋒芒直

指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他在1877年7月6日致

卡納芬伯爵（Earl of Carnarvon）的信中，再次

提到過度使用鞭刑的問題，他稱：“據我所知，英

國沒有哪一部法律給於香港法官和巡理府如此廣泛

使用鞭刑的權利。”7 針對軒尼詩的質疑，香港維

多利亞監獄代理監督（Acting Superintendent）

湯姆林（Geo. L. Tomlin）在1877年6月27日特

別發表了《關於公開鞭刑的報告》，在報告中，他

坦承“我沒有注意到任何有關公開鞭刑的法令”，

僅僅對鞭刑的執行情況進行了說明：

（一）由最高法院判處的公開鞭刑在

港長辦公室（harbour master’s office）

表一•1867-1876年香港的鞭刑（分兩部分，軒尼詩整理）

表二•英國本土和香港鞭刑比較（軒尼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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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鞭刑台執行，由典獄官和殖民地醫

生監督。

（二）鞭刑工具為九尾鞭，其規制與

1865年5月1日殖民地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al）頒佈的265

號《參閱輔政司的信》（v ide  co lon ia l 

secretary’s lette）中規定的一致。

（三）除非收到來自高等法院的犯罪

日曆（criminal calendar），否則不會執

行鞭刑。

（四）犯人在受刑前都會由殖民地醫生

進行檢查，以確定其身體能夠接受懲罰，由

醫生開出證明並提交給港督，然後港督允許

在警察局規定的時間裡執行鞭刑。

（五）犯人在受刑後會在殖民地醫生那

裡接受治療，直到其背部傷口痊癒。8

由上可知，香港的公開鞭刑並未有專門的法律

依據，但被殖民地政府執行，其鞭刑工具正是依據

殖民地大臣的筆頭說明。可以說，鞭刑是英國政

府對殖民地刑罰區別對待的產物。至於什麼樣的

犯人要接受鞭刑，上述聲明中未有明確區分，根

據第3條，似乎所有罪犯都會接受鞭刑。其中所提

到的鞭刑前醫生的檢查和鞭刑後的治療表明殖民

地政府並未完全拋棄人道主義，至於具體的情況

則另當別論。

在香港殖民地，“港督的高度集權是19世紀香

港政治制度的中心環節”，9 港督擁有立法權、行

政權和一部分司法權。在法治方面，有經諮詢立法

局後制定香港法律和法例的全權，赦免罪犯和宣佈

緩刑之權等等。10 港督軒尼詩提到他的前輩奧斯汀

先生（Mr. Gardiner Austin）3月14日的信件，

其中提到“他免除了兩個中國人的公開鞭刑，他們

犯‘在港口船隻上搶劫，且攜帶攻擊性武器’罪，

被判以服五年的苦役。”而在軒尼詩到達香港後的

幾天，“有另外兩個中國人被判以服三年的苦役以

及各受三次鞭刑，其中之一被定罪為綁架罪，另一

個為搶劫和傷害罪。”11 可見總督有權赦免對犯人

的鞭刑，而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鞭刑是對所有被

判決犯人的一項附加懲罰。

香港殖民當局對鞭刑有無明確的規定呢？答案

是肯定的，軒尼詩在1877年8月30日致卡納芬伯爵

的信中明確了這一點：

1863年的第四號法例的第九部分規定：

監獄監督（Superintendent of the Gaol）

可以對犯有重罪的犯人判以體罰，但不得超

過12鞭。在查看回件時我發現在實際操作

中，監督通過給一位犯人判處兩次鞭刑而將

其在一天內鞭打24鞭。12

由此可以看出，監獄監督無視既定制度，擅自

對罪犯施以過度鞭刑是問題的另一根源。

監獄監督何以如此漠視法規？或者我們可以將

此視為他們在懲罰犯人方面有酌情處置的廣泛權

利，但在一般情況下，對犯人判處第二次的鞭刑

需報請總督批准。軒尼詩提到，在他視察監獄“兩

到三周後，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向我要指

令以對區亞富（Au-a-fu）和任亞滿（In-a-man）

執行第二次鞭刑。他對此感到猶豫”，13可以肯定，

他的前任們不細查情況而草率地授權的做法定然存

在，這是導致監獄監督濫施鞭刑的潛在原因。律政

司（Attorney General）在1877年10月27日致輔

政司的信中指出：“據我推測，監獄監督並不是在

所有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只有在1863年的4號發

令中授權監督可以給犯有重罪的犯人施以懲罰。”

而監獄監督們自己也有一些實際的理由。比如有的

犯人因試圖越獄而遭受了額外的鞭刑，14 另外還有

誤判。湯姆林本人承認在一些案件中他做出了錯誤

的判決，他為自己辯解道：“在做這些判決期間，

監獄有大量的罪犯需要處理，許多時候我每天需要

調查案子超過30件。”15 對此，律政司菲力浦（G. 

Phillippo）也認為，地方法院事務繁多，偶爾出錯

並不奇怪。16

三、鞭刑的殘酷性

香港鞭刑的殘酷性首先在於其刑具的獨特性

上。監獄使用的鞭子起初為藤鞭，後以九尾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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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17 九尾鞭，英語中為“cat”。九尾鞭沒有固

定的長度，手柄上連著九條小鞭子（小鞭子有時

數目不等）。九尾鞭的使用給犯人的身體帶來嚴

重損傷，殖民地醫官威爾斯（Wells）和奧布萊恩

（O’Brien）醫生說：“我們認為九尾鞭是一種

很重型的刑具，它的影響可能會深入到細胞和肌

肉組織，導致物質的流失，使得傷口長時間難以癒

合”。18 鞭上的結增加了其著力時的傷害度，使得

這種鞭刑的殘酷性大增。

使用九尾鞭一度被香港的法令所禁止。1862

年 的 第 六 號 當 地 法 令 規 定 ， 所 有 施 於 犯 人 的 鞭

刑 必 須 使 用 藤 鞭 。 1 8 7 7 年 代 理 監 督 （ A c t i n g 

Superintendent）達科特（Captain Ducat）做

了一份文件表明：1873年監獄中的違法鞭刑案件

總數達225件。19

相比較而言，同時期印度的鞭刑刑具不似香港

的殘酷。“在印度，鞭刑一般為臀部受刑，使用四

尺長，和男子食指一樣粗的鞭子。”20 艾爾斯醫生

在1877年7月6日的報告中指出，“在我過去八年

的經驗裡，我從沒有見過比九尾鞭給皮膚帶來的傷

害更嚴重的傷了。”他進而以一些受過該刑的犯人

情況進行說明：

有一個犯人，他在受鞭刑後，臀部形成了一個

很大的腫塊；還有一人，受刑後其傷口在六個月之

後也沒有完全痊癒。（此人在1878年3月1日被罰

用九尾鞭打36鞭，在5月14日檢查時，傷口未痊

癒，仍在潰爛。到6月3日，儘管潰爛的部位表面

上看起來好了，但傷口依然沒有痊癒。直到9月初

檢查時，傷口也未完全癒合。）此外，九尾鞭還會

在犯人身上留下永久性的疤痕。艾爾斯的調查報告

中指出，九尾鞭會給犯人背部留下永久性的傷疤，

而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裡，中國下層勞動者做工

時通常袒露上身，這樣就會露出他們身上的鞭痕，

從而受到同伴的嘲諷，造成一種精神上的折磨。艾

爾斯還提出，鞭刑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肺水腫。有

一個叫莫亞貴（Mok a kwai）的犯人，他犯有很

嚴重的肺病，肺部頻繁出血。而他並沒有肺病病

史，且在他進監獄之初他的身體“強壯有力”。

他身體垮掉主要是由於這些年在監獄中他所受的

各種懲罰。21

對此，斯諾登法官（Mr. Justice Snowden）

在總體上認為刑罰不應違背人道和公正的前提下，

認為艾爾斯醫生的“陳述並沒有足夠的可靠依據，

所有背部受過鞭刑的中國人會患有不同程度的肺病

這一說法肯定不能形成定論，艾爾斯醫生對於莫亞

貴之前的健康狀況明顯沒有足夠的了解，所謂的獄

卒的陳述在許多方面缺乏，信息是毫無價值的。他

身體健壯並不意味著他不會感染肺結核以及遺傳有

其他病症。”22 

軒尼詩記錄了自己參觀監獄時令人震撼的一

幕：“在醫院裡，有兩個瘦弱的病人爬到我腳邊

哭，他們看起來非常虛弱。從翻譯那裡我了解到，

這兩個人就是5月10日受鞭刑的人。他們哭訴說他

們的肌肉被嚴重撕裂以至於傷口無法癒合，晚上

無法入睡。湯姆林先生說，他們的傷口至今還未癒

合。在他21日的備忘錄中記錄了這一事實：

區亞富（Au-a-fu），於1877年4月

23日判刑，在5月10日下午4點受第一次

鞭刑。19日仍有12處傷口在流血。任亞滿

（In-a-man），1877年4月26日判刑，在

5月10日受第一次鞭刑，19日，仍有8處傷

口在流血。大約十幾天後，我和史密斯先

生參觀監獄，我們看到這兩個犯人的背部仍

在流血。兩到三周後，殖民大臣（colonial 

secretary）向我要指令，以對區亞富和任

亞滿執行第二次鞭刑。”23

上述記載呈現了受鞭刑罪犯的悲慘處境，同時

提到犯人被第二次施以鞭刑的問題。作為港督，軒

尼詩有權根據監獄監督的提請發出第二次鞭刑的指

令，但他在這種情況下猶豫了。為了解“犯人如此

虛弱以及傷口癒合非常緩慢的原因”，軒尼詩做了

一些調查，發現對即將接受鞭刑的犯人進行懲罰性

飲食——白水加米飯是罪魁禍首。這是去年監獄委

員會對中國犯人飲食的新規定，而卡納芬伯爵曾在

去年5月7日第25號文件中予以反對，但目前已經

被嚴格執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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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伴隨著鞭刑同時進行的懲罰性飲食致使

犯人傷口癒合緩慢，無形中成為鞭刑殘酷性的另一

種表現。監獄規定，在受鞭刑之前的幾天裡，犯人

只許吃白水和米飯（rice and water），沒有任何

調味品，這不利於人的身體健康。殖民地醫官針對

取消中國犯人日常飲食中的酸辣醬這一事件稱，“酸

辣醬中的調味品在幫助犯人消化大量的米飯中是必須

的，取消酸辣醬會引起消化器官的許多問題，如消化

不良、胃絞痛、腹瀉等”。他還指出在印度，沒有

遵循他所提出的食譜被認為是引起麻風病的原因

之一。除懲罰性飲食外，犯人還要服“最繁重的苦

役”，25 他認為這些都成為犯人在受鞭刑後傷口長

時間不能痊癒的原因。

鞭 刑 的 當 眾 執 行 問 題 也 引 起 了 軒 尼 詩 的 關

注。“鞭刑為當眾公開執行，執行時犯人背部貼

著漢字寫的標籤，從監獄押至執行鞭刑的鞭笞台

（位於上集市（upper bazar）的最西面），在

那裡受刑，然後再押至監獄”。26 軒尼詩曾轉引

香港一位歐洲名流的說法：“把半裸著的中國犯人

押到擁擠的街道上遊行，公開展示英國獄吏揮舞著

有力的臂膀鞭打中國人流血的身體……這一場景是

大多數小孩從這個文明政府中所接受到的唯一的一

課”。27 他以此表明公開鞭刑損害了香港政府的文明

形象，製造恐怖場景，容易引起華人的敵對情緒。

對 此 ， 奉 命 進 行 調 查 的 斯 諾 登 法 官 也 坦

言：“我一直認為公開展示一種痛苦的刑罰，其

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對一個受了很重懲罰的人，

圍觀者並不知道他受罰原因，就會將其視為受害

者而同情他。如果他毫不退縮且很勇敢的接受懲

罰，會引起群眾的讚揚，疼痛就會降低，懲罰也

就不那麼重了。”28

此外，還有香港華人監獄的擁擠狀況。1877

年5月艾爾斯醫生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犯人的居住

面積遠遠低於平均水平，可想而知當時的華人生

活在怎樣的環境裡。監獄過於擁擠，通風不暢，

再加上天氣炎熱，空氣污濁，使得犯人極容易感

染、生病。軒尼詩多次指出，犯人受刑後傷口不易

癒合，以及易感染肺病，與監獄擁擠密不可分。29

他建議在昂船洲另建新獄，但未獲得英國殖民地

部的同意。30

四、莫亞貴鞭刑致死事件

軒尼詩注意到一個名叫莫亞貴的中國犯人，他

被非法鞭打四次，並於1877年9月28日因肺結核死

於獄中。根據殖民地醫官艾爾斯醫生對其死因的審

理記錄，此人為一位舊刑犯，且患有肺結核，“讓

他出獄的有一半原因是他大部分時間住在醫院。從

判決到現在他一直住在醫院，我給他開了他目前無

法出席犯罪審判的證明。昨天他因肺結核而死在醫

院。他患有肺結核病已有很多年了。”以下為莫亞

貴接受鞭刑的記錄：

1873年8月4日，莫亞貴因“製造噪音”

被監獄監督（superintendent）罰以背部鞭

打6鞭。1873年10月6日，他因“製造噪音”

被以同樣的方式處罰。1873年12月13日，

他再次因“製造噪音”被罰以背部鞭打3鞭。

軒尼詩據此引用艾爾斯醫生關於“鞭打中國人

和其他東方人背部會導致肺充血，而且有時會導

致不可治癒的肺結核病”的論斷（斯諾登法官對

此持異議），認為“儘管在1873年莫亞貴只受了

15鞭，但這有可能已經為其最終的死亡埋下了種

子。”根據他的調查，莫亞貴“經常患有一些小

病，例如支氣管炎，但事實上他一直不被允許入

院治療，直到1876年5月因肺結核住院，一直住

到1876年10月。”但隨後的出獄及再次入獄並被

施以鞭刑給莫亞貴虛弱的病體以最後一擊：

1876年10月30日早晨，他因持有“違禁

物品”被罰以背部鞭打6鞭（那時他還在生

病），隨後被流放的。

九個月後他因在流放期間返回香港而再

次被捕。據艾爾斯醫生說，莫亞貴重新入獄

後即因“肺結核晚期”送到醫院。他病的很重

以至不能出席審判，後死於9月28日。

因莫亞貴在獄中所受的鞭刑並非因為犯有重

罪，這促使軒尼詩調查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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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律政司（attorney-general）提供的相關文

件，莫亞貴被施行的體罰沒有法律依據。不僅如

此，如前文所提及，以莫亞貴為代表，大多數犯人

所受的鞭刑都是不合法的，除了使用九尾鞭代替藤

鞭外，還有多次接受鞭刑的問題，其中“1873年監

獄中的違法鞭刑案件總數達225件。”

莫亞貴事件中還有另外的違法行為，即港督簽

署的將莫亞貴解除拘捕並流放的命令未得到正確執

行。港督命令並宣佈：“解除對莫亞貴的監禁，從

今日起五年內禁止在香港殖民地居住。1876年10

月21日。”然而，莫亞貴在10月21日並未被解除

監禁，而是在10月30日被鞭打後流放。

軒尼詩指出，不僅是莫亞貴，還有前文所提及

的其他一些犯人都接受了與鞭刑相配合的懲罰體

系，包括單獨囚禁3天和期間的白水泡飯，而莫亞

貴則接受了6天同類懲罰。31

作為回饋，律政司認為監獄監督“並不是在所

有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但並不認為對莫亞貴的

最後兩次單獨監禁和白水泡飯的懲罰有任何問題，

他的結論是：“我認為在對待莫亞貴的案子上監

督是公正的，給他施以這種懲罰是因為他接連犯

罪。”32 這裡所說的“公正”是基於香港監獄對

屢次犯案的犯人會額外施加懲罰，而莫亞貴符合

這種情況。

上述莫亞貴入獄的原因主要有：“製造噪音”、

持有“違禁物品”以及在流放期間返回香港等。軒尼

詩指出這不是一些很重大的罪行。但這些罪行定罪的

依據是什麼？這就不得不提及香港殖民政府單單對華

人實行的一些限制性管理。

1844年11月13日，立法局通過第18號法例，

規定華人除政府僱員及年納地租250元以上或收入

500元以上者免予登記外，其他成年男性必須每年

赴華民政務司署登記。若查明系“良民”，即由華

民政務司發給“編票”，准予在港居住。沒有“編

票”的人，任何人都不得僱用或收留，違者重罰。

此外，還有其他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章程，如1864年

香港政府頒佈公園章程，其中第三條規定：“中國

技工和勞工不准在園內穿行”。第六任港督麥當奴

和第七任港督堅尼地都對華人採取歧視性政策，華

人不得在歐人區居住，甚至不得與歐人同時進入香

港大會堂（city hall）的圖書館和博物館。33

再如宵禁令。1842年10月4日，港英政府以治

安為由明文規定禁止華人居民夜行；1843 年，港

英政府還實行了禁止夜航的宵禁。後來，宵禁令又

規定華人過了出行的時間，不僅要攜帶手燈，還要帶

從“差館”領取 的“夜紙”（即晚上通行證），否則

就不准上街，違者警察拘捕，無冤可申。直到1897年

6月，才取消了宵禁令。34 1857年1月6日，時任香港

總督包令以維護香港的和平與治安為由，頒佈了確

保殖民地和平的法令，其中規定了夜紙的範式，頒

佈與撤銷，以及未攜帶夜紙的相關懲罰。35 這些懲

罰中包括鞭刑。

1877年以前的香港監獄中還有“行乞罪”。

港英政府1858年的第8號法例第23條規定，貧苦

華人不准行乞，違者可罰銀不過5大元，或可將犯

此之人鞭笞，但多不過36鞭，少不過5鞭，又可將

該人解回原籍。1876年第8號法例第15條進一步規

定，對行乞的華人除施以鞭刑外，並可判處短期監

禁和苦役，然後解回原籍或放逐別處。36 此外，香

港監獄也時常會把一些老弱病的罪犯流放他處。對

這種不人道的刑罰，軒尼詩也謀求改變。但是，他

的請求並未得到卡納芬伯爵的支持，他稱：“關於

流放的問題，目前我並未看到任何改變這一法例的

原因，尤其是關於行乞者的流放。香港殖民地不應

該成為廣東省的大的救濟院，解決成百上千的乞丐

的最好辦法就是將他們送回原籍。”37

可見，正是上述這類對華人的限制性法令使莫

亞貴等大批華人被捕入獄並接受過度的鞭刑。

五、軒尼詩改革鞭刑建議

洞察到香港監獄對華人案犯的過度用刑，就香

港鞭刑的殘酷性，軒尼詩首先提出了一系列人道主

義的改革措施。1877年7月6日，在致卡納芬伯爵

的信中，他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中國犯人只受一次鞭刑，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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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鞭打。

（二）從判決到執行鞭刑期間，犯人不

再吃懲罰性飲食。

（三）取消公開鞭刑，以後所有的鞭刑

都在監獄內執行。38

香港方面對這些建議反應不一。艾爾斯醫生表

示支援，“鞭刑的目的並不是要造成終身不愈的傷

害，而目前施於中國囚犯身上的卻正是這樣。”39

斯諾登（Snowden）法官對艾爾斯提出的鞭刑會

造成不同程度的肺水腫這一問題提出質疑，但他

贊同艾爾斯提出的鞭打臀部代替背部的建議，他

認為“一種會給健康帶來永久性傷害的懲罰是殘

忍的，也是不公正的。”40 提出立即取消鞭打背

部並且永遠廢除。同時，他認為應該停止當眾公

開鞭刑，他說：“就我而言，我認為公開展示一

種嚴重的懲罰其價值是很受質疑的。”41 威爾斯

（Wells）和奧布萊恩（O'Brien）醫生一份報告

中提到，鑒於九尾鞭的巨大傷害，應廢除這一刑

具，用沒有結的鞭子來代替。他們還建議18歲以

下的犯人鞭打臀部；13歲以下的犯人只用藤鞭；

其他的犯人鞭打背部，但在受刑時犯人要戴一個厚

帆布做的領子，並在腰部放一塊厚帆布，以保護其

頸部和腰部。42

香港按察司約翰·斯梅爾（John Smale）則

對軒尼詩的改革建議表示反對：“我無法相信每個

受過鞭刑的中國人會遭受肺水腫。……如果真如艾

爾斯所說的那樣普遍，兩位仁慈的、技藝高超的殖

民地醫官不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43 他指出，

近幾年嚴重犯罪事件在減少。因此，儘管這種懲罰

很殘酷，不適合一個高度文明的團體，但是對於一

個不文明、未開化的國家的罪犯來說，鞭刑是行之

有效的。而且，中國本身也是酷法盛行，有很多殘

忍的致命的刑罰。所以，他認為在中國施行的鞭刑

並無不妥。此外，在英國殖民大臣卡納芬伯爵給軒

尼詩的回信中可以看到，他並不贊成對鞭刑作出調

整。他認為，儘管香港現有的懲罰體系有一些缺

陷，但還不能做出轉變或一些實質性的變更，因為

這樣會給公共和平和個人安全帶來不利影響。他還

指出，中國的刑罰非常嚴酷，如果在香港建立一套

相對仁慈的懲罰體系，可能會吸引廣東的罪犯逃到

香港來。而且，他對艾爾斯的報告也提出質疑，要

求軒尼詩對鞭刑會導致肺部水腫這一事件進行更深

一步的調查。44

從鞭刑的影響來看，約翰·斯梅爾稱鞭刑的執

行使得近幾年暴力犯罪事件在減少。在他看來，

鞭刑雖然嚴酷，但取得了好的成效。然而，史密

斯（Cecil C. Smith）給斯梅爾的報告中指出：

您之前提到的送往高等法院的暴力犯罪

案件在減少可能會導致誤解。……在1875

年的犯罪報告中，迪恩先生（Deane）指

出，與1874年相比，嚴重犯罪行為增長了

19.94%。在1876年的犯罪報告中他再次指

出，與1875年相比，增長了19.43%。45

同時，他還給出了一組1874-1876三年的嚴

重犯罪的案件資料：

表三•1874-1876年間香港嚴重犯罪案統計

從這組數據可知，1874-1876三年裡，嚴重犯

罪案件在逐年增加，而非減少。然而，卡納芬伯爵

並不認同這一結論。在他給軒尼詩的信中指出，儘

管犯罪案件有所增加，但香港的人口也在增加，按

照人口比例來說，犯罪率在逐漸降低。同時，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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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之所以1875年的犯罪案件在增加，主要是因

為這些案件中包含了一些小的搶劫案，而重大案件

如海盜等，在逐年減少。46

雖 然 一 度 阻 力 重 重 ， 在 軒 尼 詩 的 不 懈 努 力

下，1881年，英國政府批准香港立法局通過第3

號《修正刑罰條例》，規定：廢除流刑和烙刑；禁

止公開鞭笞，改九尾鞭在背上抽打為藤鞭在臀上抽

打，且不得在同一罪犯身上連續多次鞭笞。此外，

撤銷典獄官和普通非官守治安委員對犯人行使鞭笞

的決定權，只有巡理府才有此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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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

軒尼詩對香港鞭刑的關注是在英國推行自由與

公正政府的大背景下展開的，體現了人道主義和民

族平等的一面，從中也可以看出在香港殖民地的政

治架構下，港督在司法領域影響之大。軒尼詩對香

港鞭刑殘酷性的認識是建立在與英國本土和其他殖

民地鞭刑的比較眼光中，從而開啟了以平等為參照

性的提高香港華人待遇的改革。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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